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循证驱动的教育行动研究
渐进整合路径探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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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　教育行动研究作为备受推崇的中小学教育实践研究模式，在强化实践者认同与提高实践自觉

水平的同时，潜藏着对研究驱动模式的盲目与困局。经典性行动研究遵循的见证逻 辑 无 法 解 决 实 践 性 知

识、真理性及视域选择问题，需要引入循证逻辑驱动的、遵循教育共同体集体证据渐进整合原则的行动研

究路径，促进行动者从孤立走向合作，从自我驱动走向共同体驱动，促使个体实践超越个体意义本身，形

成具有实践生产力的教育共同体实践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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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行动研究自被引入中小学实践改进的过程

开始，即被寄予厚望，期待其能解决实践者与研究

者分离的困境，达成教育实践领域的持续改进。但

现实并未结出 与 理 想 相 称 的 硕 果，反 而 是 橘 枳 相

杂、杂芜丛生。实践与研究的分离更甚。中小学教

师一方面在各类文章中高抬理论旗帜，另一方面在

实践中采取务实的经验主义态度。高校教育研究者

创生的种种理论止 于 “口 服”而 “心 不 服”，实 践

中并未能得到真正的检验，更遑论贯彻。这样的弊

端既凸显出教育研究的复杂本质，也显露出有效的

行动研究的路径危机。造成这些问题的主因，除了

中小学实践者本身的能力因素，更为基础性的是行

动研究驱动模式和逻辑路径的有效性问题。

一、见证逻辑：经典教育行动研究驱动模式的

路径之困

“行动”与 “研究”两者被结合表述为一 种 研

究方法，肇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印第安人事局

局长柯立 尔 （Ｃｏｌｌｅｒ，Ｊ．）对 改 善 印 第 安 人 与 非 印

第安人之间关系的实际研究需要。经由２０世纪４０
年代勒温 （Ｌｅｗｉｎ，Ｋ．）等人的整合，将这种结合

实践者智慧与能力 的 研 究 定 义 为 “行 动 研 究”。同

时美国开展 的 课 程 与 教 学 改 革，特 别 是 “八 年 研

究”（１９３３－１９４２）更进一步在实践中鼓励教师参

与课程设置与 教 学 改 革，正 呼 应 了 行 动 研 究 的 诉

求。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也积极关注和倡导行动研究

方法，将其看作是一种教育民主的表征，并最终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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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确立为一种广为接受的教育研究方法。在经历了

１９５８年 《国防教 育 法》的 大 变 革 之 后，伴 随 着 进

步主义教育的 衰 落，行 动 研 究 的 合 法 性 也 受 到 非

议，进一步被实证主义导向的 “研究———开发———

推 广”模 式 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－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
简称ＲＤＤ模式）取代。这种模式的理论建构和实

践评估都由专家、学者承担，完全与行动研究相背

离，在实 践 中 也 一 再 受 挫。２０世 纪 六 七 十 年 代，

在美国教育行动研究处于低谷之时，英国、澳大利

亚的 行 动 研 究 又 悄 然 兴 起，在 斯 腾 豪 斯 （Ｓｔｅｎ－
ｈｏｕｓｅ，Ｌ．）等 的 倡 导 下，经 过 凯 米 斯 （Ｋｅｍｍｉｓ，

Ｓ．）等学者的 完 善，掀 起 了 一 股 新 的 行 动 研 究 热

潮。［１］凯米斯更是总结提出了被研究者 不 断 援 引 的

“计划———行动———观察———反思”四个基本环节。

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，行动研究的特 质 渐 趋 明 显，

形成了全球性的风潮。在我国的教育研究界，经过

２０世纪八九 十 年 代 的 译 介 引 入，伴 随 着 中 小 学 课

程改革的不 断 深 化 和 教 师 教 学 科 研 活 动 的 渐 趋 丰

富，行动研 究 越 来 越 成 为 研 究 者 “武 器 库”中 的

“常规武器”，产生了一大批的实践探索与成果。

行动研究在从雏形到成熟的过程中，一直被自

觉地作为一种非严格意义的科学方法来使用，它挑

战了传统社会科学对价值中立、客观性的预设，以

可持续的制度性、组织性变 革 作 为 研 究 目 的。［２］从

行动研究的性质与价值来说，“行动研究不承诺寻

求真理，而是通过保持对地方情境的投入，并致力

于将研究从其所依赖的那些 ‘严格传承下来的研究

游戏规则’中解放出来。”［３］行动研究在这种去中心

化的过程中，在经历了２０世纪几次反复曲折之后，

已经变成了一种研 究 者 的 “公 共 知 识”。行 动 研 究

不断被陈述为突出实践者主体性与主动性，彰显实

践关怀与实践思考的研究方法，是检验理论预设合

理性的唯一途径。仅从知识与实践的共生关系和实

践知识发展的角度来看，这些表述具有一定的合理

性，彰显了行动研究的独特意义与价值，也是中小

学教师可以驾驭的较为合理的研究路径。这种行动

研究的循序渐进和螺旋式上升的特性也天然地与教

育发展的逻辑相一致，无怪乎获得了研究者、实践

者的一致赞誉。

这种经由教育实践者在行动中、通过行动、为

了行动所进行的研究方式，从研究路径上分析，其

根本特征遵循了 “见证驱动”模式，构成了一种行

动研究的见证逻辑。见证不同于实证，更不包含证

伪等严格的科学规则约束，而倾向于从实践者眼中

看实践过程，从行动者需要出发判断价值，从可见

的改变出发评估行动绩效。对于个案、个例、小样

本予以优先 “赋值”。其基本特征如下。

其一，见证模式以个案和小样本研究的证据驱

动。行动者关注的是可察觉的、可控制的少数的被

研究对象。

其二，见证 模 式 依 赖 于 教 师 个 体 对 个 例 的 阐

释、归因和解释，寻求对个例的逻辑表达、因果探

索和效果评估。

其三，见证模式的基础是经验改进性的，直接

服务于当下问题域的识别与解决，其外部效度不被

优先考虑。

这种 “见证驱动”逻辑强化了实践者的研究意

识，突出了对实践者行动领域的重视，彰显了价值

来源与评价的在地性，但也容易产生实践者 “画地

为牢”、将行动研究窄化为个体实践、依赖个 体 自

觉进行决策与执行的问题。在当前实践中引发的困

境也频频出现，集中表现在以下三点。

（一）实践性知识问题

教师的实践不仅是面对自己的实践领域，作为

专业共同体的一员，还需要将内隐的实践向外显的

知识陈 述 转 化，转 化 的 主 要 形 态 既 包 含 论 文、专

著、报告等正式文本，也包含演讲、工作总结、谈

话等非正式的表达方式。教师在工作中的内隐表达

可以用 “实践性知识”来表征，可以 “不立文字”，

但是转化为显性的表达则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壳与思

维工具。［４］语言是思维的外显 方 式，特 别 是 在 专 业

性交流过程中，这 样 的 表 达 不 得 不 引 入 专 业 的 语

汇，并随之引入整个专业逻辑论证系统。一些教师

在谈论自己的 实 践 的 时 候，为 了 显 示 其 充 分 的 考

量，都尽力从各类理论和时髦的思潮中寻找 力 量。

例如我们讨论学生的主动探索行为时，为了界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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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晰，往往会挪移 “主体”概念，而这时候，主体

性及其在传统与现代及后现代的种种概念演变也就

不得不进入论 述 的 过 程。这 一 过 程 疏 离 于 实 践 本

身，也往往将理论话语孤立为外在的实体。这也可

以解释，为何广大教师的实践反思文本都不得不借

助于一个个五彩斑斓的理论来包装，并最终迷失在

理论的逻辑之中。

（二）真理性问题

行动研究蕴含真理，但并不以发现真理为首要

目标。更为深层的是，假如理论的逻辑可以与实践

的逻辑相一致，那么实践本身也就不可能扮演检验

真理唯一标准的角色。正是因为实践的逻辑与理论

的逻辑是若即若离的紧张关系，实践才具有超越理

论范围的可能 性，这 也 正 是 行 动 研 究 被 提 出 的 初

衷。［５］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 最 大 差 别，接 近 于 基

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之间的差别，由上一问题引

发的理论孤立状态也常常表现为教师依照某种理论

给实践 情 境 一 个 “诊 断”，再 直 接 按 照 理 论 给 出

“药方”，并观察 “疗 效”。但 恰 恰 是 在 诊 断 的 过 程

中，其赋予了所援引理论过分的期许，这也成为理

论的不可承受之重。在不同的现实语境中识别、诊

断和给出解决方案，并不是任何基础性理论可以直

接承诺的。

（三）视域选择问题

一方面，实 践 者 往 往 看 重 促 使 实 践 成 功 的 方

式，而放弃观察实践失败的方法。另一方面，人们

在论文发表、案 例 总 结 时 也 存 在 对 成 功 个 例 的 偏

好，对失败的、不明显的、一般化的结果，很少进

行解释和探索。这形成了一种选择压力，促使研究

者与学界不断 “共谋”，构 建 出 教 育 变 革 必 须 成 功

的氛围局限。在学术期刊、会 议 论 文、同 行 交 流、

校内研讨的各个领域，如果大略统计一下对实践过

程中成功与失败的报告比例，这种差异更是显而易

见。这不能简单以行动研究的目的最终导向实践改

进作为辩护，从根本上分析，这仍然是将行动本身

看作实践者成功解决问题的过程。成功本身成为价

值预设，那些失败的个例从不会被放到台面上仔细

解剖。然而从研究的基本逻辑可以发现：如果行动

研究的失败不可能，那么行动研究的成功也就无意

义了。

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经典性行动研究路径的内在

禀赋，而非行动研究者的能力问题。这种见证驱动

的行动研究严重阻碍了外部效度的实现，也削弱了

其研究价值，更 将 研 究 本 身 变 成 了 个 人 独 白 式 的

“自言自语”，而不能丰富广大研究者的话语范围。

二、循证驱动：从个人独白向共同体实践演进

经典行动研究的本性决定了这样的研究只能被

约束在小样本 范 围 内，无 法 期 冀 对 研 究 总 体 的 逼

近。从其欲解决的问题范围来看，行动研究面对的

样本即使不算是沧海一粟，也很难说是一个与总体

保持统计意义 上 的 相 似 性 的 典 型 性 样 本。无 独 有

偶，行动研究也面临两方面的责难：一方面，人为

选择性强化了对其外部效度的疑问；另一方面，主

观性的视角也引起了对其衡量标准客观性的苛责。

行动研究者也往往在这两极间踟蹰：一方面，采用

宏大理论进行宏大叙事，将个例和小样本报告自动

约束到某一理 论 的 范 畴 中，作 为 理 论 有 效 性 的 例

证；另一方面，进行过度阐释，将个案见证式的解

释引申为超越了扎根理论限度的排他性阐释，排斥

其他竞争性理论的介入。

这两种风险中，后者带来的往往是理论与实践

的进一步断裂，并因此失去了联系理论与实践的可

能性，在现实中也很快被扬弃。但是前一种状况却

往往容易让人联想到 “理论联系实际”这样的 “大

词”，并被不加区别地吸收进理论的外延之 中。这

对于理论提出者和行动研究者似乎是一种 “双赢”

的局面，但实质上让实践失去了自下而上与理论互

动并进行对话的机会。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行

动研究的 “巴纳姆效应”———将权威理论不断合理

化的心理定式。要突破这种经典行动研究的 “见证

模式”痼疾，根本仍在于认识到孤立的行动研究所

得出的 “知识”是不完整的、不完备的。

其一，行动研究的 “知识”在研究结束后并不

终结，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。这种知识为了适用

于未来，要 有 一 定 的 延 续 性，但 经 典 行 动 研 究 的

“闭环”模式无法提供这种延续的可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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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，虽然行动研究所取得的 “知识”往往具

有共性，中小学语境也具有相似性，但不同解决方

案的优劣得失并不能得到充分的比较和甄别，无关

变量的控制等是无解的问题。

其三，行动 研 究 的 “知 识”只 是 一 种 个 人 知

识，必须经由合理的知识集中过程，转化为研究共

同体的集体知识，并在这个意义上促进教师这一行

动者 从 孤 立 走 向 合 作，从 自 我 驱 动 走 向 共 同 体

驱动。

对行动逻辑的环节进行改造，塑造一种有生产

力的、循序渐进的、开放包容的研究路径，依赖集

中而非孤立的证据驱动，这实质上导向的正是一种

“循证驱动”的行动研究新模式。

循证方式 的 核 心 特 征 是 以 集 中 的 证 据 驱 动 选

择，这里的证据驱动并非指个体实践所得的 证 据，

而是从事此 类 活 动 的 所 有 研 究 者 所 报 告 的 证 据 总

体。［６］循证模式通过集体大样 本 研 究 逼 近 总 体。循

证模式重视研究结果的趋势指引而非确证性结果，

它所 包 含 的 真 理 是 整 体 概 率 性 的 而 非 个 体 确 定

性的。

行动研究的本质仍然是对复杂的教育实践进行

的研究。教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根本性区别 在 于，

自然规律遵循普适性规律，即任意规律必须能够解

释其所涵盖的一切个例，不能存在例外。但教育规

律的本质并非是普适性，而是概率性。我们并不能

确定每一条规律都能带来确定性的后果，也不能期

望同样的自变量都能无一例外引起因变量同样的变

化。这一方面来源于教育因素的多 样 性、交 互 性，

另一方面来源于人类活动的普遍特征。这样的概率

性在社会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等领域也同样存在并

不断被纳入理论模型之中。

如要确定 对 语 言 学 习 中 各 类 学 习 者 的 最 优 策

略，各个研究者通过自己的观察、访谈、实验等研

究，最终会汇集各类具有不同信效度的研究 报 告，

在统计学上等同于简单随机性实验，呈现出各类方

法成功与失败的概率。传统的行动研究在面临这些

研究资料时，往 往 更 加 确 信 自 己 研 究 情 境 的 特 殊

性，并不会遵循共同体研究趋势的指引。行动研究

者的一种质疑是：既然微观的研究必须遵循事实原

则，趋势仅仅是 一 种 需 要 参 考 的 但 并 非 确 定 的 约

束。这种质疑在两方面误解了证据集中原则：一方

面，行动研究区别基础研究的特点在于，它是以解

决问题的 “临床取向”为特点，重在解决教育教学

中的实际困难和实 现 变 革 意 图。它 以 “成 功 变 革”

为目标，以 “解决问题”为旨归，而非以严格控制

下的客观研究为目标，不以 “解释问题”为 重 心。

行动研究对待研究证据的态度是争取最大几率的成

功把握。另 一 方 面，行 动 研 究 的 结 果 往 往 拒 绝 失

败，即使是过程中的 “挫折”，也必须找寻方 法 继

续解决，直到成功为止。

正是在这种实践改进路径的选择上，行动研究

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取道：一种是自上而下的 约 束，

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累积。过往的经典性行动研究更

多采取了问题发现———初步归因———选取理论———

指导实践的自上而下的见证模式，这意味着理论与

实践是一种规约与被规约的关系。行动研究者往往

没有意识到，自己进行的理论选择或者解释 框 架，

往往不是基于对现有研究的验证，而是一种理论的

特殊实践。另一种自下而上的循证模式则是以个体

行动实践为旨归，但研究的意义又不局限于个体行

动，而是在其背后的知识总体。因为从知识整体演

进的角度来看，行动研究者区别于自然科学甚至一

般社会科学的地方就在于，其知识获取结果归根到

底是一种微小却不渺小的知识贡献 者。［７］这 样 的 理

论自觉与行动自觉是研究者需要稳步建立起来的，

在此之 上 的 各 类 制 度、原 则，也 需 要 逐 步 累 积 起

来，这决定了循证的行动研究必然是渐进积累的和

不断向上整合的过程。

因此，行动研 究 的 性 质 往 往 是 一 种 “教 育 临

床”的治疗效果报告。与这一过程最为类似的就是

医疗实践：过往的研究证据扮演着药物、疗法的报

告的作用，后续 的 研 究 更 像 是 一 种 实 践 报 告 的 汇

集，用来增加 某 种 药 物、疗 法 的 可 靠 性、可 信 度

等。人是复杂的，任何一种疗法都不可能取得同一

的疗效，因此医疗实践者需要在各种方法中进行选

择，采取概率最大化原则，依照既往证据来判断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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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的方法，在其失败后再继续寻找次优的 方 案，

而不能仅凭自己的经验进行试误。同时，因为学界

研究的进展，最优疗法的排序也应当在不断更新之

中。行动研究者如果闭目塞听，仅仅从经验出发做

研究假设与改 进，或 者 付 出 太 多 无 用 功 而 导 致 低

效，或者错失最佳策略而降低研究层次，也会损害

其研究对于研究共同体集体改进的意义。因此，必

须重申，行动研究不是一个人的独白，而应当是集

体研究的推进。

三、前瞻与展望：教育行动研究渐进整合路径

的实践建构

（一）建构专业化教育行动研究 共 同 体，澄 清

理论与实践关系

教师的行动研究只能够依赖于共同体的自我约

束，在类似于行会自律的前提下，充分意识到集体

实践是一种多赢格局，并依此进行在地实践。虽然

各中小学也都有各自的教研活动，但这些活动往往

不具备科学研究共同体的行动特性。研究发布的机

制也不遵循特 定 的 格 式，缺 少 必 要 的 证 据 验 证 基

础。循证驱动的教育行动研究只能是共同体集体性

的研究过程，中小学教师研究共同体的搭建并非一

朝一夕之功，但也绝非空中楼阁，实实在在的教研

协同与高屋建瓴的集体推进应当相得益彰。

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视域过往常常集中在专业地

位、专业意识、专业技能等方面。而专业技能一般

集中在专业的素养和操作性方面，但怎样的技能发

展才是实际有效的路径，人们也多有争论，难有定

论。很多讨论的核心集中在单项或单一领域之中的

技能熟练度掌握。但是作为一种可以与律师、医生

等专业领域类比的职业领域，其专业性更应该体现

在研究者的共同体归属之上，以及个体实践的集体

证据背景。也就是说，专业性的主要表征不是个体

自己的技术与能力，而是从属于共同体的特征以及

实践的知识背景和反馈机制。要实现真正的教师专

业化发展，最为重要的和最为基本的是建立和完善

这样的行动研究路径。因此，行动研究不仅仅是教

师可以选择的一种研究方式，更是一种共同体实践

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制度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研究者要不断反思和澄清对于

传统理论指导实践的误解，要清晰意识到，理论的

意义不是裁判，而是一种得到研究共同体整体接受

的解释框架，包含理论假设、研究范式、方法选择

等。理论并非定论，但行动研究的主体———中小学

教师对待理论并非采取科学式的理解，而是权力式

的规训。［８］理论的提出意味着 寻 求 验 证 和 反 驳，但

是中小学教师往往将理论看作一种具有权威性和确

定性的，并外在于自身研究之外的东西。行动研究

对于研究者来说，更是一种知识的生产过程。只有

这样 “在地”式地处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，才

能破除经典性行动研究的困境。

（二）重 估 “成 功”与 “失 败”的 研 究 价 值，

建立个体关怀基础上的 “转诊”制度

过去的行动研究，潜在的假设偏好都指向实践

目标的成功达成。不论是结果上学习成绩的 提 高，

还是行为规范 的 改 进，都 有 一 个 可 以 明 确 判 断 的

“成功”标准，并 且 通 过 努 力 能 够 达 到 这 一 标 准。

然而从教育行动研究的共同体视角来看，这样的标

准是值得商榷的。从科学角度进行的研究，总具有

“失败”的可能性。可以说，如果一个研究没 有 失

败的可能，那它本身就是不值得研究的。这种失败

集中表现在，虽然行动研究总归是要导向于现实的

改进等 “成功”的结果，但在过程中总会面临各种

可能的失败，并要不断地克服它。这种对于失败可

能的发现往往比直接导向成功要有价值得多。因为

成功往往难以说明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，而失败则

需要更加认真地检查可能的问题，并给出充分的解

释。在研究方法的意义上，这样的策略是更有效益

的。这样的研究报告 （既汇报成功结果，又说明失

败的过程和分析），是 行 动 研 究 中 最 值 得 重 视 的 材

料，应当给予高度关注。

如果查询涉及行动研究结果的报告，进行相应

的信息提取并进行分析，会发现研究者几乎不会特

意报告失败的案例。真实的研究过程中，有一种风

险是时刻存在的：少数学生在教师的干预下，并没

有获得预期 的 身 心 发 展。也 即 简 单 意 义 上 的 “失

败”了。在过去的实践中，教师或者部分接受这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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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结果，或者将行动研究中这样的少数特例简化为

报告中的一两个数字而已。这实质上忽视了失败个

体的教 育 学 意 义。我 们 总 说，不 放 弃 任 何 一 个 孩

子，但必须承认，教师的能力和素养有所参差，并

且他们对于个别学生的针对性也难以保证。因 此，

必须接受对少数学生的教育可能失败的概率。而在

这种状况下，研究者应该做的不仅仅是提高教师的

能力，更应该在接受这一现实的情况下，建立学生

“转诊”制度，让学生 有 机 会 在 其 他 教 师 那 里 获 得

新的方法与对待。但这一医疗领域的寻常做法在教

育领域却往往有着难以想象的困难，这种忽视 “失

败”个案的做法迫切需要反思与商榷。

（三）重视教育成果评价的弹性 与 完 整 性，切

实促进教师实践性能力的提高

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评价往往陷入一种 “成王败

寇”的思维范畴。似乎一个教育事件没有处 理 好，

就是教师的失败。这种看法具有实践上的便 捷 性，

但却不具有科学上的有效性。教育是一种复杂的人

类活动，它不具有逻辑上的 “全有全无”律，任何

教育失败都不是孤立的和绝对必然的，而是一种概

率性的存在。认清教育活动的这种概率性本质，那

么研究者所要追求 的 就 是 “成 功 率”，而 不 是 空 洞

地总结和反思某一个教育事件的成败。这是一种视

域的转化，从单一事件到教育现象的变化。首当其

冲的是对当前的中小学教育评价制度提出了实质上

的挑战，假如个别事件不具有评价的客观性，那么

还有评价的必 要 吗？ 或 者 如 何 进 行 更 加 有 效 的 评

价？评价的意义究竟是面对当下的情境还是未来的

改进？

这实则彰显了一种将实践性知识和实践性技能

统一起来的实践性能力作为评价目的的教师发展路

径，也是以专业化为导向的教师职业的应有 之 义。

但是能否将实践性技能转化为一种实践性知识，往

往被有些研究者或者实践者所忽视。一种常见的误

解是：实践性技能或能力的提高是最终目标，实践

性知识是一种隐性的、不可言喻的知识形态———是

内隐的而非外显的，是非言语的而非语言的，是不

完备的而非逻辑完备的，是 个 体 的 而 非 集 体 的。［９］

这种看法看似高举了个体实践技能的意义，实则低

估了个体实践在专业领域内的意义和价值，将个体

从集体实践过程割裂开来。教师变成孤家寡人，其

成功与失败要么是一种自说自话，要么是一种对当

下教育目标的达成，这或者模糊了目标本身，或者

忽视了目标的改进可能。实践性技能的提高必须是

可以言说的，可 以 纳 入 集 体 证 据 之 中 的 一 种 “临

床”处理，而不是理论的玄谈。正如历史上曾有外

科医生只会大 谈 病 理，而 将 病 患 交 给 理 发 师 来 放

血，如果教师在谈论自己的实践的时候，只会从各

类理论和时髦的思潮中寻找力量，那将与曾经的外

科大夫同样荒谬。真正的行动研究首先应该秉持教

育临床的集体证据原则，寻求一种共同体的循证驱

动与渐进整合，这也是个体实践能够超越个体意义

进而推动教育共同体不断前进的实践承诺与应有之

义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行动研究才真正具备了存在

与发展的可能性与价值。

参考文献：

［１］吕晓娟，王嘉毅 ．教 育 行 动 研 究 的 历 史 发 展 与 中 国

化历程［Ｊ］．当代教育与文化．２００９（１１）：４３－４９．
［２］［３］［美］马歇 尔，罗 斯 曼 ．设 计 质 性 研 究：有 效 研 究

计划的全程指导（第５版）［Ｍ］．何江穗，译 ．重庆：重庆大学

出版社，２０１５：３１、３１．
［４］陈 向 明 ．实 践 性 知 识：教 师 专 业 发 展 的 知 识 基

础［Ｊ］．北京大学教育评论，２００３（０１）：１０４－１１２．
［５］何芸，卫小 将 ．后 现 代 主 义 与 社 会 工 作 研 究———基

于三种另类 研 究 方 法 的 叙 述 分 析［Ｊ］．华 东 理 工 大 学 学 报

（社会科学版），２０１４（０４）：２８－３５．
［６］徐文彬，彭亮 ．循证教 育 的 方 法 论 考 察［Ｊ］．教 育 研

究与实验，２０１４（０４）：１０－１４．
［７］［美］米尔斯，等 ．教师行动研究指南（３版）［Ｍ］．王

本陆，等译 ．重庆：重庆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０：２２９．
［８］吴黛舒 ．教育实践与教师发展［Ｍ］．福州：福建教育

出版社，２０１４：１５６．
［９］Ｎ．Ｖｅｒｌｏｏｐ．Ｔｅａｃｈｅｒ　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　ａｎｄ　ｔｈｅ　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

Ｂａｓｅ　ｏｆ　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［Ｊ］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　Ｊｏｕｒｎａｌ　ｏｆ　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

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，２００１（３５）：４４１－４６１．

８２


